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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类的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

———以“研究”名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

杨　旭

提要　词类研究中隐含一个“十字”，上下分别是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左右分别是语法构
式和修辞构式。修辞层面的非常规个体词词性，有可能随着使用频率增加沉淀或规约化为常
规的概括词词类，从而最终进入语法层面。如“研究”的名词用法既有较高的共时频率，也有久
远的历时分布，说明其已经规约化。最后区分了构式研究中的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描写了
“语法框架构式→语法实体构式→修辞实体构式→修辞框架构式”的循环圈，并讨论了它们之
间的关系。
关键词　词类；修辞构式；语法构式；“研究”；简约原则

一　引言

语言范畴研究被誉为语言学中的“上帝粒子”研究①，其中词类范畴问题更是一个难点和
热点。构式语法兴起之后，词类也被视为构式（高航、张凤２００８；张韧２００９），且存在修辞构
式②和语法构式的区分，从前者到后者也就是规约化③（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问题。
词类的规约化问题备受关注，讨论较多的是影响规约化的因素（张伯江、方梅１９９６：２０８；

方梅２０１１）。有所缺憾的是，一方面，没有明确判断规约化的操作标准；④另一方面，局限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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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学科视域下的分析语词类问题实证研究”（１５ＢＹＹ１６９）的
支持。部分内容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２６届年会（ＩＡＣＬ－２６）暨第２０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研讨会
（ＩＣＣＬＣ－２０）上宣读。本文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王仁强教授和王雅琪博士的指点，《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若有错谬，责在本人。

２０１４年德国语言学会第３６届年会的主题是“语言的‘上帝粒子＇？语言范畴的理论和实证路径及未来
趋势”。见ｈｔｔｐｓ：／／ｄｇｆｓ．ｄｅ／ｊａｈｒｅｓｔａｇｕｎｇ／ｍａｒｂｕｒｇ＿２０１４／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ｐｒａｃ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ｅｉｔｅ＝ｈｏｍｅｐ．ｈｔｍｌ。

词类的修辞构式就是所谓“词类活用”。有学者把“词类活用”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如吕叔湘（１９８９）指出
古文中的词类活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种修辞手法，陈望道（１９３２／１９９７：１９０）则把词类活用称之为“转类辞”。

有学者使用“固化”（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这个术语。固化针对的是个人认知系统，可称为个人认知；规约化
针对的是集体社会系统，可称为社会认知；一是个人言语层面，一是社群语言层面。（Ｓｃｈｍｉｄ　２０１５）

影响词类规约化的因素包括高生命度、高具体性、有指（张伯江、方梅１９９６：２０８）以及文化和事件语义
因素（方梅２０１１）等，但并不能作为判断规约化的标准。同样，影响修辞构式规约化为语法构式的因素，如刘
大为（２０１０）指出的“重复使用”和陆俭明（２０１６）指出的“符合交际的需要”，也无法作为判断规约化的标准。



词转类为动词，而对于动词转类为名词，虽然承认动词做主宾语时具有指称性，但并未明确指
出或完全否定这种指称用法会规约化为名词。如任鹰（２００８）指出，名物化主要同语义模式（动
作→事物）和表述功能（述谓→指称）的转化有关，不一定非要有形式标志，“与其相对稳定的词
类功能相比，词语的功能转化只是获得一种临时功能，应为词语的非常规用法”。张韧（２００９）
在“词类多功能性的动态分析”一节中涉及到了动词转指用法、名词动用和名词做谓语问题，唯
独对动词自指用法举了例子却未作任何分析。这也反映在具体实践当中，如对于“研究”的名
词用法，对外汉语教材和语文词典都未收录，理由是为了照顾到“简约原则”⑤（陆俭明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５７）。事实上，针对“简约原则”的商榷意见已有不少，有来自构式语法视角的（高航、张凤

２００８；高航２００９），有来自汉外语言对比或类型学视角的（如王仁强２０１４；黄和斌２０１４），还有
来自中文信息处理的（如黄昌宁等２００９；Ｗａｎｇ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５）。本文将基于大型平衡语料库
的使用模式调查，从共时频率和历时分布两方面来论证“研究”名词用法的规约化；同时基于已
有的实证调查指出，相对“简约原则”，“兼类词关键少数”定律或许更符合语言事实。
词类研究成果亦可反哺于构式语法。当前构式语法和基于使用的语法之间的互动越来越

多：构式语法采纳基于使用的路径，关注构式是如何从动态使用中涌现出来的（如 Ｐｅｒｅｋ
２０１５）；基于使用的语法则采用构式作为基本单位（如Ｂｙｂｅｅ　２０１０）。互动的成果之一是发现
了一个修辞（或用法）与语法的演变循环圈，如刘大为（２０１０）勾勒了一个“语法构式→修辞构式

→新的语法构式”的演变路径，陆俭明（２０１６）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从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
的演化，而王晓辉（２０１８）更是从构式语法和涌现语法（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Ｇｒａｍｍａｒ）相融合的视角出
发，指出构式语法和涌现语法之间具有连通性和相融性，用“用法→语法→用法”的连续统同时
概括了语法的先期形成与后期变异。本文则将指出，如果构式语法能够区分语法层面和修辞
层面，那么以上循环圈将变得更为充实和立体，同时也能对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两个概念有更
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本文将在最后讨论这个问题。

二　词类研究中的“十字”

词类研究要区分两对概念：一对是“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一对是“语法构式”和“修辞
构式”。这两对概念虽然都有“语法”和“修辞”，但它们的含义并不一致：前一个“语法”表示“语
法上的”，或曰“社群的”（ｃｏｍｍｕｎａｌ），后一个“语法”表示“合乎语法的”；前一个“修辞”表示“言
语的”，或曰“个体的”（ｉｄｉｏｌｅｃｔｓ），后一个“修辞”表示“具有修辞色彩的”。值得一提的是，不管
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它们都是同一个词（英语中分别是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和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在构式语法的视角下，词类也被视为构式：词类是从语言使用中抽象出来的图式单位，不

过其抽象程度较高，复杂性程度较低（高航、张凤２００８）。张韧（２００９）指出，传统词类概念是一
种抽象的词汇范型（即“图式”），是高层次构式范型对词目进行抽象范畴化的结果，其下囊括下
层次词目、半抽象构式范型、抽象构式范型以及高层次抽象词汇范畴，之间形成了相互范畴化
关系的复杂网络。我们把这个复杂网络简化为一个层级系统（图１），其中从个体词“研究／ｖ”
到概括词“研究／Ｖ”（以字母大小写区分概括词和个体词）、再到“动词”和“词类”，涉及到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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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简约原则”即“兼类要尽可能少”的原则（吕叔湘、朱德熙１９５１／２００２：１０）。从分类角度而言，该原则具
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容易被夸大，被视为“戒律”甚至禁忌，导致在语文词典的词类标注实践中出现滥用行为。
（杨旭２０１７）



类概念越来越抽象。这个词类层级系统包括４层，但一般做法都是分为两层，即从概括词的词
类到个体词的词性⑥———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词类分层思想。最早有关词类分层思想的陈述来
自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９２４：６２）：“孤立地看，英语中很多词都可以兼属一个以上的词类，但在每个特定
的应用中，它们都只能归属某个单一词类。”国内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朱德熙等（１９６１）：“词类是
概括词的分类，不是个体词的直接分类。”郭锐（２０００）区分为词汇层面的词性和句法层面的词
性；Ｗａｎｇ（２０１４）区分为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和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的
词类范畴化；等等。

图１　词类研究中的层级系统
我们结合“研究”一词来看“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在图１中，“研究／Ｖ”处于语法层

面，语文词典收录为动词；“研究／ｖ”处于修辞层面，处于具体的句法环境中，发挥陈述功能。
“研究／Ｖ”和“研究／ｖ”是框架和实体的关系（该表述见刘大为２０１０），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抽
象的结果，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共同点是两者都是“语法构式”，即“合乎语法的构式”，
因此具有社会显著性（ｓｏｃｉａｌ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研究／Ｖ”在语法层面被汉语社群存储为动词，致使“研
究／ｖ”在修辞层面可以不经过运算直接存取。尽管如此，前者实现为后者仍然增加了特定的修
辞性，如图１中的两个例句：在主语上，例①出现了施事，例②则省略了施事（“今天的会议”是
话题）；在时态上，例①的“了”说明已发生，例②用“准备”修饰说明尚未发生。
再来看“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如前所述，图１中涉及到的都是“语法构式”，但在其基

础上又拓展出了如下用法：
（１）比如，某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一些智力超常者中间……（荣开明、赖传祥《论矛盾转化》）
（２）涌现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和积极的探索……（《解放日
报》１９８７年）

“研究”前加修饰语做主宾语，在初现时可谓动词活用为名词的修辞用法，其动因在于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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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这是因为概括词（“研究／Ｖ”）是基本层次范畴。如图１所示，动词及以上范畴只是抓住了下位范畴的
原型特征，因包括太多概括词而使得范畴之间的差别很大（如动词和名词之间）；而个体词之间的差异又太小，

语言学家在分辨时都很吃力，更别说语言使用者了；只有概括词（“研究／Ｖ”）既能和其他概括词区别开来，又
能最大程度地把其下个体词的属性显示出来，成为基本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符合认知经济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所以我们建议在讨论词类问题时最好基于概括词；如果基于动词乃至词类会过于宽泛，如果基于
个体词又过于具体。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很多争议正是来源于此。比如说到语法多功能现象，试比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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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针对“词类具有多功能性”，我们可以反驳说介词的功能很单一；针对“动词具有多功能性”，我们可以反驳
说某个动词从未出现在谓语之外的位置；而“‘认真研究＇中的‘研究＇具有多功能性”明显是错误的。



“ＮＰ的ＶＰ”框架实现篇章回指功能，其中的“ＶＰ”具有引述性元语的性质（方绪军、李翠

２０１６）。由于这种初现时的修辞性质，语言使用者必须借助“研究”所在的框架，包括“ＮＰ的

ＶＰ”结构以及该结构所处的句法位置（主宾语）来实时计算“研究”的含义。如图２所示，它的
焦点不在研究的时间维度（研究前、中、后），而是以动作转指实体，聚焦于研究的整个过程或结
果（被识解为事体，时间性消失），因此本身显示不出所指事件是否已经发生。这类非常规用法
就被称为“修辞构式”，具有异于语法构式的认知显著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修辞构式也有框
架和实体的区别，但其框架构式并未规约化，因此未能进入语法层面，这也是很多语文词典未
收录“研究／Ｎ”的原因（当然它已经规约化，下一节讨论）。

图２　“研究／ｖ”与“研究／ｎ”的识解对比
两对概念弄清楚了，词类研究中的“十字”也就呼之欲出了（实际上是错位的十字，见第五

节）。如图３所示，上下为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左右为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Ａ表示概括词
词类，如“研究／Ｖ”；Ｂ表示常规的个体词词性，如“研究／ｖ”：两者都是语法构式。Ｃ表示非常
规的个体词词性，如“研究／ｎ”，Ｄ表示未规约化的词类，如“研究／Ｎ”（标为灰色表示未完全进
入语法层面）：两者都是修辞构式。因此，我们把“词类的语法构式”定义为“社群语言中规约化
的词类知识，体现为语法层面上概括词所隶属的词类范畴，当它落实为修辞层面的个体词词性
时，在认知上可以不经过运算直接存取”，把“词类的修辞构式”定义为“基于语法构式拓展出的
非常规实体用法，必须借助于语境实时计算其真实语义，也即借助更大的构式‘依句辨品＇，从
实体用法中抽象出的框架构式处于规约化过程中”。

图３　词类研究中的“十字”

三　“研究／Ｎ”的规约化考察

“研究／Ｎ”初现时符合了当时的交际需要，由此被一小部分关系紧密的群体所采用并不断
模仿，最后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昙花一现，只起临时的修辞作用；或者被广泛使用，逐渐规约
化为新的语法构式。过去虽以“简约原则”为由否认“研究／Ｎ”已规约化（陆俭明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５７），但有两点理由可以推翻这个观点，分别是共时频率和和历时分布。

３．１共时频率
共时频率包括个体频率和类型频率。个体频率方面，“语料库在线”中共有８６５７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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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词索引（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检索），我们利用“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ｒ　１．２”⑦抽样分析
了５００条，发现陈述用法居首，共有２２０条，占样本的４４．０％；其次是指称用法，共有２０９条，占
样本的４１．８％；还有一些构词用法（如“研究生、研究所”等），共有７１条，占样本的１４．２％。“研
究／Ｎ”的比例如此之高，足见其在语言社群中使用得非常频繁。

类型频率方面，“研究／Ｎ”出现在多种结构中，与之搭配的词汇多种多样，最为关键的是
“研究／Ｎ”可以单独做主宾语。例如：

（３）研究表明，这种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陈宝林、穆夏华《现代法学》）
（４）均须加强研究，力求较快地达到先进水平。（河北农业大学《果树栽培学各论》）

动词名词用法的规约性和标记性呈反比：标记性强的规约性弱，如“来”做主宾语必须受定
语修饰或出现于“Ｎ的Ｖ”结构（如“她的来”），说明“来”的名词性很弱；标记性弱的规约性强，

一般可以单独做主宾语的动词其名词性就很强。
“研究／Ｎ”还出现在很多唯名词享有的格式中。例如：
（５）这些研究对育种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刘祖洞《遗传学》）
（６）我希望这项研究能继续进行下去。（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
（７）这一定律在科学史上的意义还在于破除了１８世纪科学研究上的机械论。（人民教育
出版社历史室《世界历史》）

（８）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把他们的理论渗入到党史、工人运动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里面。
（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９）“学校的目标就是实现融合”，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要进行创造性的融合，理论和研究
同等重要。（《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

例（５）－（８）中的“研究”以动作转指实体，其实体性通过指示代词和方位词得到彰显：例
（５）、（６）中以“这些、这项”修饰，说明它具有可计数性，在单纯的动词之前很少看到这类修饰
语；例（７）、（８）中“研究”后的“上、里面”等方位词表明实体性很强。例（９）中，可以利用“并列类
推法”来鉴别“研究”的词性，即“根据处于同一句法槽中具有并列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语的同现信息，由一个或两个已知词的类别推知出现在这个并列关系中某一词的类别”。（温
锁林、刘开瑛１９９８）它和名词“理论”并列说明了它的名词性。借吕叔湘、朱德熙（１９５１／２００２：

１１）的话来说“这不是一般动词和形容词所能有的格式”，就应该承认它们已经变成了名词。⑧

３．２历时分布
“研究／Ｎ”的用法历时久远，根据语料库，远在魏晋六朝即已出现。但这种名词用法不太

典型。从清末民初开始，“研究／Ｎ”的用法显著增多。例如：
（１０）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梁·沈约《宋书·谢庄传》）
（１１）自比岁变法已还，裂冠毁冕，旧制荡然无存，二三十年后，或欲从事研究而苦无凭藉。

（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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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ｈｔｔｐ：／／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ｐｕｓ．ｃｎ／ｉｎｆｏ／ｍｅｔｈｏｄ／ｋｅｙａｎｇｏｎｇｊｕ＿２．ｈｔｍｌ
这是吕叔湘、朱德熙（１９５１／２００２：１１）分析“打击”和“方便”具有规约化名词属性的原话：“在‘给他一个

重大打击＇和‘给他种种方便＇里，一方面‘给＇字寻常不用动词或形容词做动词宾语的，一方面‘打击＇前面的‘一个

＇，‘方便＇前面有‘种种＇。这不是一般动词和形容词所能有的格式，就应该承认‘打击＇和‘方便＇已经变成了名词。”

可惜《现代汉语词典》到第７版仍未给予“方便”一个名词义项。



（１２）老师大儒，潜德隐而勿耀，而教育精深，尤非研究有素，不能取益。（民国·赵尔巽《清
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九》）

（１３）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二·
选举二》）

最能体现“研究”名词性的是和“有”的搭配，我们的假设是：“有研究”最初不过是“研究过”
的意思，“有”是完成体标记，“研究”是动词（参石毓智２００４）。但在频繁使用的过程中，语言使
用者存在“既然研究过肯定精通”的语境推理，因而随着使用频率的进一步提升，该语境意义被
吸收进去（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成为了整体的一部分。自此，“有研究”表示“精通”，整个结
构被重新分析为述宾关系，“有”是动词，“研究”名物化为名词。以此为中心扩散，就有了以下
说法：

（１４）吊膀子的学问，周正勋本来有些研究，这日更是聚精会神的巴结。（民国·向恺然《留
东外史》）

（１５）蔡谙连忙摇头说道：“这却不能，一来我们是五荤杂乱惯的人，二来对于经忏一门，毫
无研究，只好请收回成命罢。”（民国·徐哲身《汉代宫廷艳史》）

（１６）口里则除家常应用几句话以外，辩论法理的言词，谁有多少研究？所以交涉总是失
败。（民国·不肖生《留东外史续集》）

例（１４）中“有”后加补语“些”，表示精通的程度；例（１５）中“有”被替换为反义词“无”，表示
不精通；例（１６）甚至可以用“多少”来提问，表明“研究”具有可计数性。这些都说明至少从清朝
起，“研究／Ｎ”的实体性已很强了。
总之，“研究／Ｎ”既具有较高的个体频率，又具有很高的类型频率，再加上其久远的时间跨

度，可以认定其名词用法已经规约化———这样“研究”就成为一个动名兼类词。其实，既然现代
汉语兼类与词频呈正相关（王仁强、周瑜２０１５），“研究”作为一个超高频词（在《现代汉语常用
词表》（草案）中，“研究”的频序为２０１），发展为兼类词不足为怪。

四　从词类的新语法构式到兼类

讨论到词类问题，避免不了要涉及兼类，它被视为“长期以来困扰语法学界而得不到妥善
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胡明扬１９９６）。在兼类问题当中，“规约化”的概念异常关键：如果———比
方说“研究”的动、名用法———已经规约化，就应该把它处理为兼类词，在语文词典（尤其是对外
汉语学习词典）中同时标注为动词和名词；如果新用法没有规约化，也就难以对语法层面的词
类归属产生影响。如“副”：

（１７）副主席／副班长／副食品（《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
（１８）副了多年，想当正职。（李佩甫《羊的门》，转引自邢福义２００１）
例（１７）是“副”的常规用法，是人们脱离语境时首先想到的，语文词典都予以收录，如《现代

汉语词典》（第７版）标注为“形属性词”。在例（１８）中，“副”出现在一个全新的句法格局“Ｘ了

＋时间补语”格式框架当中，该框架把“副”管控为动词，⑨属于并未规约化的超常配置，语文词
典都未予以收录。所以说，修辞构式只有规约化为新的语法构式，和旧的语法构式结合才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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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正如邢先生所言，判断词性要根据词所在的句法格局，因为“句法格局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框架形态

＇，是词性判别的‘检验场＇”。



成兼类现象；兼类是语言历时演变的产物，只能处于语法层面（或曰社群语言层面）。
过去针对兼类套了一个紧箍咒，即“兼类要尽可能少”的“简约原则”。但以上讨论告诉我

们，修辞层面的所谓“兼类”（如“副”在修辞层面出现的形容词和动词用法）并非真正的兼类，因
此不必担心会对兼类的数目造成影响。这样，我们就能更为客观地对待兼类词的分布模式问
题了。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调查发现，现代汉语中共有３７４６个兼类词，占词条总
数的６．６５％（杨旭２０１７；杨旭、王仁强２０１８）；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７版）的调查发现，

现代英语中共有４８６１个兼类词，占词条总数的１０．４８％（王仁强２０１４）：两个数据都表明语法
层面的兼类词是少数派。而在修辞层面，“语料库在线”中６．１６％（９０１个）的兼类词覆盖了

３１．３７％的个体词（杨旭２０１７），因为在这９０１个兼类词中有７１４个属于３０００常用词；英语也是
如此，布朗语料库中１１．５％的兼类词覆盖了４０％的个体词（ＤｅＲｏｓｅ　１９８８；转引自Ｊｕｒａｆｓｋｙ　＆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９：１３５）：这两个数据表明兼类词对应的个体词虽然并非多数，但却是相对多数。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兼类词虽是少数，但却是“关键少数”（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可称之
为“兼类词关键少数”定律。该定律明确了三点内容：１）兼类词，不管是在语法平面还是修辞层
面，都是少数，根本无需人为限制其数量。２）兼类词的分布模式符合“幂律”分布模式或二八定
律瑏瑠，兼类词（概括词）虽是少数，但却是“关键少数”。原因在于现代汉语概括词的兼类现象与
词频呈正相关，这是言语交际的经济性和象似性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复杂适应系统语言
观的真实体现（王仁强、周瑜２０１５）。３）大部分概括词是单功能的，根本无需担心兼类泛滥的
情况，潜在具有多功能的是某个具体的概括词而非“词类”。这样，我们就能更为理智和开放地
处理兼类了。恰如黄昌宁等（２００９）所言：“如果我们不必担心兼类的比例会‘超标＇，那么直截
了当地采用兼类说，是最明晰、最有效的策略。”对于具体的词应该采取务实的态度，是兼类就
是兼类，不是就不是，而不应该预先基于逻辑原则将其排除（高航２００９；王仁强、杨旭２０１７）。

五　构式研究要区分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

上述讨论对构式研究的启示是：不仅要区分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也要把它们定位到语法层
面和修辞层面。语法构式虽然都合乎语法，但存在框架和实体的区别，框架构式处于语法层面，
而实体构式处于修辞层面。修辞构式也有框架和实体之分，实体构式如刘大为（２０１０）所言：“任
何临时形式都是实际存在的话语实体，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格式，所以将临时形式也视为构式的
话，一定是实体性的构式。”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实体构式可能规约化为框架构式（刘大为２０１０
称为“半实体构式”）乃至语法构式，并最终进入语法层面。为此，我们主张区分四个概念：
语法框架构式：合乎语法的抽象的构式框架。

语法实体构式：合乎语法但增加了修辞性的“实际存在的话语实体”。
修辞实体构式：基于语法构式拓展出的临时的“实际存在的话语实体”。
修辞框架构式：从实际话语中提取出的处于规约化进程中的构式框架。
图４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语法框架构式是“关键少数”，统辖着修辞层面诸多的语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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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二八定律又名８０／２０定律、帕累托法则、长尾理论、省力法则和不平衡原则等，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
雷多·帕累托（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于１８９７年偶然发现的。１９４９年，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乔治·齐普夫发现了
“齐普夫定律”或“省力原则”，是对二八定律的再发现和详尽阐述。其他和语言相关的研究可参考

Ｋｒｅｔｚｓｃｈｍａｒ（２０１５）、杨旭（２０１８）等。



体构式，这些实体构式是基于语法规则产生的常规用法；出于表达的特殊需要，在语法构式的
基础上拓展出了少数修辞实体构式，这是对常规的偏离；修辞层面的修辞实体构式虽然数量不
多，但它们类型多样，因此从中抽象出了较多的修辞框架构式，它们具有规约化为语法框架构
式的潜势（图中标为灰色）。

图４　构式研究中的循环圈
有三对关系需要详加说明：
首先是有无关系。在语法研究中，由于修辞构式具有认知显著性，因此更容易引起语言学

家的注意。甚至有学者认为常规用法不值得研究，只有例外和特异现象才值得研究；为此不惜
臆造奇怪例句，沉溺于幻想出的可能性大杂烩中（Ｈａｎｋｓ　２０１３：４）。但是一方面，语法构式的
实体数量多于修辞构式，是我们最可能输出和接触的用法；另一方面，偶发的修辞构式可能随
着历时演变规约化为语法构式，很多所谓难题只要从规约化的视角思考就能化繁为简。这要
求我们发挥伽利略的实证精神，拿起自己的“望远镜”去看一看———即基于大型平衡语料库去
统计分析词语的配价结构和偏好搭配集，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地反映语言社群知
识。瑏瑡

其次是主次关系。修辞（或用法）和语法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我们认同涌现语法的主张：
修辞是语法之源，语法是修辞随着使用频率增加沉淀或涌现的产物（Ｈｏｐｐｅｒ　１９９８）。但也要
看到，涌现出的语法特征也会限制修辞层面的具体用法，修辞用法再偏离也要受制于语法层面
的常规。以词类构式为例，概括词的词类属性既非“先验存在”，也非“词无定类”，而是随着个
体词在言语层面句法中（即各种命题言语行为构式中）反复使用而发生演变的（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同时，个体词词性也要受到概括词词类属性的制约，个体词词性虽接受“句管控”之后才能落实
（邢福义２００１），但具体词性的落实乃至活用都是从“定类”中派生而出的，不可能脱离原有的
词类常规而肆意扩张。
最后是多少关系。多少的问题只有在特定层面上才是成立的：语法构式的框架少于修辞

构式（语法层面），但实体多于修辞构式（修辞层面）。这种错位分布是由已被诸多实证研究所
证实的“幂律”分布模式或二八定律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画成了一个扭曲的十字。常规的少于
非常规的（语法层面），这似乎不太符合人们的直觉，但事实上，这是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
表现之一：语言如果要适应周遭环境的话，必须具备足够多的备选措施（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以提供必需的变异（即Ａｓｈｂｙ的“必要多样性法则”瑏瑢）；但也要足够有限和稳定，这样才能从

４７

瑏瑡

瑏瑢

美国作家沃克·珀西（Ｗａｌｋｅｒ　Ｐｅｒｃｙ）曾批评过语言学重理性、轻实证的研究现状：“这些语言学家让我
想起了学院派与伽利略的论战，当学院派花费数千个小时试图在头脑中证明木星没有卫星以及地球是宇宙
的中心的时候，伽利略却拿起了自己的望远镜，说‘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一看呢？＇”（见Ｋｒｅｔｚｓｃｈｍａｒ　２０１５：５６）

“必要多样性法则”（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是指只有多样性才能摧毁多样性，这意味着系统的适
应能力和进化能力。该法则由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及控制论学家威廉姆·罗斯·艾什比（Ｗ．Ｒｏｓｓ　Ａｓｈｂｙ）提
出。（参维基百科：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Ｖａｒｉｅｔｙ＿（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中作出有效挑选以应对系统外部的扰动（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这个策略通俗来讲就是“不要把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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